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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高潮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
以致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国内经济社会政策跟不上其步伐，造成就业岗位损失和收入停

滞，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输家”，日益强烈地表达不满，政治家则倾向于把问题

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以美国信贷扩张为代表的应对政策缘木求

鱼，未能从供给侧解决生产率滞缓的问题，也未能通过再分配解决全球化收益的分享

问题，反而对房地产泡沫推波助澜，及至导致泡沫的破灭，酿成国际金融危机继而欧

洲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平庸状态。 随着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民粹主义化，贸

易、投资和移民等领域保护主义政策盛行，全球化趋势有逆转的危险。 中国在其二元

经济发展时期充分利用了上一轮全球化机遇，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从而

使全球化成果得以在广泛的基础上分享。 面对式微的全球化，中国应以其经济体量

和潜在消费力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优势，主动有所作为，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推

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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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全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除个别年

份波动之外，始终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增长率，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所处

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特点。 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总量于 ２００９ 年骤降之

后，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都得到恢复性的增长，也大大高于 ＧＤＰ 增长速度。 然而，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率持续低于 ＧＤＰ 增长率。 诸如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需

求侧经济因素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向内需驱动等供给侧经济因素，可以或多

或少地解释世界贸易的减速，然而，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应该是产生这一现

象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因素。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贸易下降或许是在金融危机

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态致使经济全球化受阻的一个

特征性表现。 与此同时，全球资本流动数额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 ２００７ 年的峰

值水平上骤跌。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设定新的贸易壁垒，其中，

作为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以及德国和英国就分别出台了数百项措施。 诸如此类的政

策变化也反映了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即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

义化和民粹主义化，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这种趋

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呈现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指向上的趋同化并存的新特征。
欧洲民粹主义在政治上节节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难民）、阻碍跨大西洋贸易与投

资伙伴协议（ＴＴＩＰ）、退出国际一体化机构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国公投脱欧只是

在可以预见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闻性却远非完结的一桩而已。 无怪乎人们说：英
国脱欧并不出乎意外，问题在于“谁是下一个”。

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 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们

看到的是发达国家及其政治经济精英和智囊们主导着全球化，使其朝着有利于发达国

家的方向演进。 不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还是欧盟这样的一体

化共同体，做决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大国，由代表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
中央银行行长和贸易部长行使权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能从全

球化中均等获益。 进而，人们又发现，发达国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实际上是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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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① 不难想象，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同样未

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呼声难以实质性影响全球化进程和方向，发达国家内部数

量众多的“输家”终究要通过“投票箱”机制表达自己的意愿，最终影响一国的政治和

政策取向。 然而，对此做出反应的诸多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往往酿成更为

严重的后果，激起民众更大的政治对抗。 例如，美国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刺激房地

产泡沫，引致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使国内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陷入更加深重的

灾难，导致“占领华尔街”等群众运动及左翼和右翼极端政治势力抬头。

归根结底，全球化这一事物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管理

和治理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 但是，根本调整既有利益格局需要做出

颠覆性的制度变化，是任何希望以最具蛊惑性的承诺上台，或者希望在有限的任期内

以尽可能低的政治成本、尽可能高的政治收益保住权位的政党和政治家都难以做到或

者不情愿做的事情。 因此，把矛盾引向经济关系的伙伴身上，甚至把矛头指向全球化

本身，是他们做出的最符合政治经济学逻辑的选择。

本文结合经济理论的前沿动态，回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后开启的这一轮全球化在

广度和深度上的演进，揭示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同源性及相互关系。 正是由于西

方发达国家未能把本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全球化良好对接，把中产阶级和低收入

者置于日益边缘化的境地，造成了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 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民粹主义

基因最初驱使决策者采取金融宽松的政策，刺激起一轮又一轮资产泡沫，演化为国际

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进而，无所适从的政治家们转而把矛头指向全球化本身，毫不

掩饰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反全球化政策，导致全球化面临倒退的危险。

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把二元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机衔接，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不仅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也保障了城乡居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广泛参与度，从而

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获益并实现了相对均等的利益分配，大幅度地减少了贫困现象。 因

此，在可能出现去全球化趋势的情况下，作为潜在的受害者，中国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巨

大的。 本文建议，中国应立足于应有的战略高度和历史纵深度，把握和适应全球化新

趋势，并利用自身经济体量庞大的优势，通过各种全球性努力引领和构造新一轮经济

全球化，使自己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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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一样的本轮全球化：广度与深度

正如对任何事物做出概念界定一样，对于全球化的定义也有宽派和窄派之分。

与此相应，研究者对于全球化始于何时的判断也莫衷一是，不同的说法竟然可以相

差数百年，从 １４９２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到反战运动和社会风潮弥漫西方国家的

１９６８ 年，及至信息和通信技术全面影响各国社会生活的 ２０００ 年，各种说法不一

而足。①

经济学家倾向于从较窄的外延上定义全球化，换句话说，他们关注的是经济全球

化，同时也承认全球化可以包含更广的内容。 例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一方面把经济全球化界定为“通过扩大商品和服务、资本甚至劳动力的流动而

促进世界各国之间更紧密的经济互动”，另一方面也承认，全球化还包括创意和知识

的国际流动、文化分享、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环境运动。② 保罗·克鲁格曼（Ｐａｕｌ Ｒ．

Ｋｒｕｇｍａ）则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关于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各国金融市场连接以及把

世界变得更小的许多事物的包罗万象的表述。③

而非经济学家则倾向于从更广的维度为全球化做定义。 例如，政治学家曼弗雷

德·斯特格尔（Ｍａｎｆｒｅｄ Ｓｔｅｇｅｒ）概括道：全球化是一系列多维的社会过程，旨在创造、

扩大、延伸和强化世界范围的社会依赖性和沟通，同时唤醒人们关于本土与外部联系

日益加深的认知度。 此外，人们还可能要在社会维度之外再加上宗教、战争、体育、恐

怖活动和环境等因素。④

其实，对全球化定义及起始时间界定不同的宽派和窄派各有各的事实依据和研究

意图。 所以，归纳各家学说的最好办法不是有意识或盲目地选边站，也不是采取折中

的立场，而是着眼于我们意欲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和对中国的相关性。 从历史和逻辑统

一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诸如贸易和资本流动这些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标识作为全球化

的动机从而也是最直接的特征，进而把这类特征显现出关键性转折的时间节点作为全

球化的起点，观察全球化如何在其广度上和深度上演进以及其后果对各国的政治过程

和政策制定的影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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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即着眼于货物和服务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张、

地缘政治的显著变化以及中国在高速增长中拥抱世界经济的表现，我们可以把 １９９０

年前后作为本轮全球化的起始时间。 一方面，中国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开始了改革开

放，作为其必然进程和进一步推进的催化剂，１９８６ 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的申请，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另一方面，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标志着长达 ４０

余年世界范围冷战的结束，随后，前苏联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开始进行经济转型。 也恰

好在那个时期，世界贸易和资本的全球流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标志着以这些历史性

事件作为引爆点（ｔｉｐｐ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全球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正如图 １ 所描述的，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前后，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呈现出一

个跨越式的扩张，其总额迈上一个新的数量级，按照流入量统计的全球外商直接投

资随后也大幅度增长。 在此基础上，在 ２１ 世纪以来的一些年份里，两个指标都一

度呈现急剧的提高，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陡升的势头才得到明显遏止。 值

得注意的是，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都呈现了相同的迅速扩张趋势，甚至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

增长。

图 １　 贸易和资本流动：世界与中国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 日。

世界经济史呈现出一个特点，即越是到晚近的时代，长期经济演进的过程就越是

浓缩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及至完成）。 后起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赶超过程就是一例。
与先行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新大陆（相比欧洲）、日本（相比美国）、亚洲四小龙（相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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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相比四小龙）都取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

除了新兴经济体前景尚未可知外，此前的赶超经济体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的时间

也更短。 全球化也是如此，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演进，其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历史上的

任何时期，出现了未能预料到的显著新特点。

相比而言，全球化在广度上的变化或多或少是可以预期的，虽然在激进程度上越

来越超越了各国承受能力。 对于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各国，彼此之间进行货物贸易以

获益，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初动机和初等形态，这类贸易随着制度性壁垒的消除以及运

输成本的下降得到不断扩大。 鉴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提高以及现代

信息技术提高了通信效率，服务贸易加速发展扩大了全球化的广度。 伴随着货物和服

务贸易的发展，资本作为流动能力最强的生产要素也空前地扩大了流动规模和流动范

围。 随着国际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流动进一步助长了全球化

浪潮。

如果说上述全球化广度的扩展局限在经济全球化范畴内，仍然只是货物、服务和

生产要素的全球范围流动的话，其与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的互动和相互影响，特别是

在一系列全球和区域性一体化协议或协定的促进下，全球化全方位地扩展到经济、政

治、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 如果说狭义的经济全球化面对的主要方面是互惠互

利、次要的方面是由此产生的摩擦，定义和实质内容都更广的全球化则带来全方位的

融合、摩擦甚至冲突。 进而，在地区性冲突和国际恐怖活动泛滥的环境下，在政治层

面，恐袭困扰和难民危机带给全球化更多的是负面的代价。

然而，真正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在于经济全球化在深度上的演进，即国际贸易的

性质因全球化条件的变化而与以往不尽相同。① 传统上，人们解释国际贸易通常遵循

原创于大卫·李嘉图（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进而由伊·菲·赫克歇尔（Ｅｌｉ Ｆ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

戈特哈德·贝蒂·俄林（Ｂｅｒｔｉｌ Ｇｏｔｔｈａｒｄ Ｏｈｌｉｎ）和保罗·萨缪尔森（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

ｓｏｎ）发展定型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相对生产率（或相对机会

成本）差异而非绝对差异，决定了国家间进行贸易的必要性和共同获益性质。 早期的

国际贸易经验显示，这种比较优势差异主要表现在资源（要素）禀赋上，也的确验证了

传统理论的正确性和解释力。 然而，人们逐渐观察到，资源禀赋结构相同的国家之间

也存在着大量的贸易往来，诸如此类的现象引得经济学家纷至沓来，形成了诸多新贸

易理论假说。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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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本流动也有类似的性质上的变化，传统的“双缺口模型”已经不再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新兴经济体向

发达国家的资本净流出现象。



虽然众说纷纭，新贸易理论的主流仍然在下面这一点上能够得到相互认同或形成

共识，即从报酬递增或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等人力资本积累、研究

开发等内生性技术进步诸角度，寻求国际贸易的源泉和动机。 值得指出的是，新贸易

理论并没有改变比较优势原理本身，只是在全球化发展到更广更深层次上，把比较优

势从单纯的要素禀赋因素扩大到更广的范畴，把国际贸易的理论解说与当代现实做出

更好的逻辑衔接。 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系列新的观察和新的理论概括应该有

助于增进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的认识。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予以概括并揭

示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一，经济增长驱动力与国际贸易必要性同源。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有意无意地

认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两码事，因而，在经济学说

史上，通常认为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通过破解前一命题催生了现代经济学，李嘉

图则因在后一命题上的贡献，奠定了长盛不衰的贸易理论基础。 随着新贸易理论和新

增长理论的发展，并被应用于解释当代经济发展现象，在人们回归经典时，毫无意外地

发现，斯密不仅应该被认作这两个新理论的思想来源，而且早在他的时代，他便尝试在

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之间搭建起桥梁，在逻辑上与结构上将两者融为一体。
当代研究者从两个方面挖掘了斯密的这一贡献。① 首先，斯密鼓吹的自由贸易原

则无非是其专业化和分工理论在全球范围的应用。 对他来说，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两

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不同。 人们熟知斯密的分工理论，却鲜有人注意，他不仅把分

工论证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也将国际贸易的发生归因为分工的必然（扩大）趋势。 其

次，斯密不仅认识到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突出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并
且通过其分工概念，把干中学与规模经济统一在一起，认为只有通过市场的扩大，技术

才能得到改进，并且反过来推动市场的扩大。
无论是受到斯密的影响，还是在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更加丰富多彩的现实中独立发

现，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主流都把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内生于分析框架之中，
因此，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乃至全球化成为不可分割的过程。 例如，在保罗·罗默

（Ｐａｕｌ Ｍ． Ｒｏｍｅｒ）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全球化主张中，具有非竞争性（ｎｏｎｒｉｖａｌｒｙ）特质的

技术、规则等创意均居于核心地位。②

第二，贸易收益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合理分配。 国际贸易和投资既然发生，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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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其非零和性质。 然而，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这一在理论和整

体意义上成立的非零和性质并不必然意味着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均等获益，更不意味

着一国内部所有参与主体均等获益。 现实中发生的与传统认识相悖的事情引起主流

经济学界的理论反思，有些成果固然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有些则成为贸易保护主

义的学理依据和行动集结号。
如果国际贸易主要产生于国家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贸易很容易被看作国家之间

的互惠或竞争关系，在强调非此即彼竞争关系的情况下，极而言之便形成历史上的重

商主义思潮和政策取向，而其现代版本则被称为“战略贸易论”或“国家竞争力论”。
虽然克鲁格曼常常被当作这一论点的理论依据始作俑者，①不过，他对于该观点及其

相关的“国家竞争力”概念给予了认真而尖锐的批评，认为既然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

弈，国家之间也不存在非输即赢的关系，国际贸易并不能被简单比拟为国家间的竞

争。② 不过，这类观点的流行也值得思考：既然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同源，影响经济增

长绩效的企业生产率、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配置效率都影响国际贸易进而影

响分工格局；反过来，国际分工也影响一国的企业和产业结构，乃至收入分配格局。
可见，“战略贸易论”错误的实质不在于使用“国家竞争力”这个表述，而在于把看

似源自国际贸易，却根植于一国内部的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问题归咎于国际竞争中的

失败。 听任这种论调盛行的一个弊端是，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家要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的企业，则巧妙地把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及其全体人民的利益混为一谈，也为实行

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而保护主义正如自由贸易一样，自身并

不保障自然而然地惠及普通国民。
严肃的美国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国家竞争力的式微，也不愿意背上保护主义的名

声，毕竟他们中的多数都曾经宣誓：“我相信自由贸易”，而且他们无法否认，无论国际

贸易演变到何种形态，贸易之所以发生，必然是由于它能给一国带来总体上的净收益。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国际贸易或全球化的其他形式所带给一个国家

的收益并不能自动为所有群体均等合理地分享，配套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是不可或

缺的。
以美国为代表，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

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的特点是以出口这类产品为主，同时进口简单劳动密集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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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品。 按照这种分工逻辑进行的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就业结构从而影响收

入分配格局，并且，其影响方式和方向与它们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资伙伴不尽相同。
所以说，在这一轮全球化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分别塑造了不尽相同的产业结构、产
业组织和收入分配格局。

三　 全球化的后果及其政治反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这一轮全球化开始之前，具有类似生产要

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在这些国家乃至全球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其收入分配效应与本轮全球化主要发生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

不相同，在后一种情形下，贸易收益的分配不利于那些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拥有者。①

换句话说，在劳动相对稀缺的工业化国家，劳动者获益较少；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新兴经

济体，资本所有者获益较少。 迈克尔·斯彭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等发现，在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美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海外，与此对应的就业岗位也

随之丧失。 因此，在此期间的新增就业几乎全部来自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②

由于留在国内的制造业生产率不断得到提高，非贸易部门生产率提高较慢，形成

对人力资本的不同需求，也诱导了美国教育发展的两极化。 相应地，美国劳动力市场

形成两极化的趋势，即高科技领域的技能型岗位和低端部门的非熟练岗位增长较快，
中间层次的岗位相对减少。③ 这种格局导致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甚

至停滞。 在政府未能把收入分配问题置于恰当的政策优先序，从而再分配政策执行不

力，甚至产生向精英群体倾斜的情况下，国内收入分配状况必然恶化。④ 收入分化及

大学费用高企使得教育出现两极化趋势从而社会流动性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劣势地位

得以固化甚至在代际遗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自诩并被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最忠诚信仰者，

曾经宣称该理论是社会科学中唯一既正确且重要的理论。 然而，对全球化及其国际国

内影响的现状观察，使之或多或少改变了看法，认为各国并不必然从贸易中均等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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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美国怎么了？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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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无可奈何地承认，由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全球化受益者并不会自动对受损者做出必

要的补偿，那些岗位被竞争者所替代掉的美国工人，无疑承受了全球化的代价。① 正

如否认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涓流效应”使所有国民获益的传统观念一样，经济学家终

于认识到全球化也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所有人获益。 这无疑是理论上的一个进步。 然

而，问题在于许多人特别是政治家们并未止步于此。

其实，早在斯密之前甚至重农学派之前，处在现代经济学（甚至贸易理论）婴儿形

态的重商主义及其政策主张就反映了政治和政策对贸易可能导致的利益格局变化的

立场。 此后，从斯密倡导自由贸易到李嘉图创造了比较优势理论，直至后来占据主导

地位的贸易理论及其补充性研究，都在重演着这种政治与经济（或经济学）的作用与

反作用的互动过程。 因此，在上一节讨论全球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了解发达国家产

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的变化究竟如何影响经济社会政策乃至政治气候，有助于

我们对全球化的可能前景做出更确切的研判。

美国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通过回顾美国政府决定政策因素的变化，证明过去

２０—３０ 年间美国社会是朝着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或中产阶级变化的。 例如，马

丁·吉林斯（Ｍａｒｔｉｎ Ｇｉｌｅｎｓ）等人采用计量方法，对 １９８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期间 １７７９ 项影响

收入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领域的精英和代表商界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

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普通选民和大众团体的政策影响力则微乎其微。② 许多观察者认

为，不是全球化中哪个国家获益的问题，而是具有强大的谈判力从而产生政策影响力

的跨国公司绝对获益，赢家只是发达国家中的 １％，而普通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则

被推向边缘化。③

或许，１９９９ 年在西雅图首次以激进形式爆发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还只是一些发

展中国家和各国社会活动者的情绪、思潮和行动的反映，欧美大国的政府尚未认识到

其严重性，在政治上对其加以利用也没有成为主流。 然而，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体制下，

赢得选票是政治家高度关注的事情。 因此，政策也不得不对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

现状做出必要的反应。 例如在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扩大信贷刺激消费，以缓解中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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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ａｕ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ａｎｄ Ｍｉｌｌ Ｒｅｂｕ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３，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３５－１４６．

Ｍａｒｔｉｎ Ｇｉｌｅｎ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 Ｐａｇ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３， ２０１４， ｐｐ．５６４－５８１．

例如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２００３；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ｎｅｗ⁃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级和低收入者的深层次焦虑，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政策传统。① 而其后果即

金融过度发展则导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错配。 更有甚者，打着“居者有其屋”的

“美国梦”旗号，借助金融衍生工具的技术手段，倚仗政府的信用背书和松弛的金融监

管，美国掀起了以次级贷款支撑的房地产热，大批收入水平不高甚至陷于长期停滞的

普通家庭也纷纷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 这种并非由真实支付能力拉动的需求，靠次贷

的推波助澜，必然导致大规模、大范围的泡沫，直到 ２００７ 年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进

而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 不仅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不健全的美国，而且在欧洲、新兴

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千千万万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因此而陷入深重的灾难

之中。
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了多种宏观经济手段，美国和欧洲主要经济体也缓慢

乏力地得以复苏。 然而，在世界经济总体陷于新平庸的同时，普通家庭收入增长停滞

的状况并没有得到解决。 例如，美国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复苏虽然在发达国家中算得

上强劲，及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实施了 ９ 年多以来首次加息，但是，危机之前业已存在并且

成为危机导火索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例如，虽然美国的

失业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似乎摆脱了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反复出现的“无就

业复苏”魔咒，但是，观察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却可以发现

情况并不像失业率下降所显示的那样乐观。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１６ 岁以上美国劳动年龄

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仍然比 ２００７ 年危机爆发之前低 ３ 个百分点。② 据美国学者分析，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在于劳动力供给侧因素，而在于制造业岗位长期流失和技术变

化导致对中低端技能需求减少等需求侧因素。③ 也就是说，即使整体经济得以复苏，

在部分产业的空心化、劳动力市场以及人力资本两极化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

下，对中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就不够强劲，持续处于结构性失业造成部分劳动者退出劳

动力市场，产生所谓“沮丧的工人效应”。
美国的情形也可以作为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缩影。 孱弱的需求继续压制普通劳

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地位，使得工资和收入得不到明显改善，移民的涌入产生

了竞争压力和相对剥夺感，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可见，就业岗位不足不仅仅表现为收

入不足，更被人们深切感受为在全球化及其相关政策中成为输家。 普通家庭固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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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拉古拉迈·拉詹著，刘念等译：《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Ｊａｓｏｎ Ｆｕｒｍ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ｔｏ Ｇｒ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２７－１３８．
Ｊａｓｏｎ Ｆｕｒｍ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ｔｏ Ｇｒ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ｐ．１２７－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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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精英阶层那样，总是可以凭借有利的谈判地位，通过影响政策制定保护自身的利益，

然而，他们也必然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一般来说，在西方政治体制下，民众和社会可以主要通过三种制度化或非制度化

的方式，即分别以投票（ｖｏｔｅ）、呼吁（ｖｏｉｃｅ）和退出（ｅｘｉｔ）表达其不满。① 从政治经济学

角度，无论是在位还是在野，政治家总是要充分权衡所主张和实施政策的政治收益和

政治成本，以取得净收益的最大化，即执政机会尽可能大，执政时间尽可能长。 从此出

发，他们不能长期无视民众的意愿。 然而，或者是他们看不到面临问题的真实所在，或

者是他们难以触动既得利益格局去做出调整，或者他们急于上台而等不及从根源上解

决问题，所以，无论是从左的方向还是从右的方向，祭起民粹主义的大旗，把问题归咎

于全球化，不啻为一种成本低廉却取巧的政治策略。

托尼·巴贝尔（Ｔｏｎｙ Ｂａｒｂｅｒ）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无

力应对其面临的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挑战，借用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Ｐ． Ｃａｖａｆｙ）的著名诗作《等待野蛮人》刻画的一种情形：一种无力应付其

衰落的国家或组织，往往制造出或者夸大外部威胁，期冀转移批评者和公众的视线。②

我们不妨读一读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没有了野蛮人我们该怎么办？ 他们，那些野

蛮人，本可以成为一种解决方案”。③ 由此不难想象和理解，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且不

限于西方国家），如此之多且五花八门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滋生出来。

关于民粹主义及其政策倾向，有时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如果从学理上做定

义的话，民粹主义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 例如，有的学者倾向于将民粹主义视为

一种意识形态，其信奉者代表一国人民对精英阶层无视甚至剥夺普通人的权利、价值、

成就感、认同感和声音的行为进行抵制。④ 然而在现实中，民粹主义并非总是以一个

褒义的词汇出现，而是常常被政治家用来批评对手所持的偏颇而冠冕堂皇的政策主

张。 综合该用语的某些定义、流行历史和当前针对性，我们把民粹主义看作一种政治

语言，主要被政治家用以因应平民诉求的形式或政治外壳，兜售特定的政治主张，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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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阿尔伯特·Ｏ．赫希曼著，卢昌崇译：《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 Ｔｉｅｂｏｕｔ， “Ａ Ｐ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６４， Ｎｏ．５， １９５６， ｐｐ．４１６－４２４。

Ｔｏｎｙ Ｂａｒｂ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Ｐ． Ｃａｖａｆｙ，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ｖｉｄｉｓ， ｅ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ｏｅｍｓ，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Ｄａｎｉｅｌｅ Ａｌｂｅｒｔａｚｚｉ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ｅｐｔ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ｅ，” ｉｎ Ｄａｎｉｅｌｅ Ａｌ⁃

ｂｅｒｔａｚｚｉ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ｅｄｓ．，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８， ｐ．３．



并不必然代表平民利益，甚至会被某些特定利益集团所俘获。
据此来看，我们今天遇到的挑战便是：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利用本国中产阶级

和（或）弱势群体在全球化中未获益这个事实（或认知）推销反全球化的理念及政策的

政治思潮和政策取向，以赢取政治支持（选票）。 虽然许多舆论界精英，例如政治学家

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和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都认识到民族主义或民

粹主义不是当前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但是，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内在具有的追求选

票而不是追求自我完善的性质来看，民粹主义政策的出现甚至泛滥终究是不可避

免的。

四　 作为全球化受益者，中国为什么不一样

一般认为，以 １９７８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

年代。 这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改革与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也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
改革是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得以推进。 所以，国内经济发展与

融入全球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第二，对外开放又是具有独立和确切内容的。 初

期的对外开放还带有实验性和地域性，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

入手；及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为加入 ＷＴＯ 做出努力，开始了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

球化。 无论是从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还是从高速经济增长与深度对外开放的一致

性，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毋庸置疑的受益者，对此我们也从不

讳言。
本节将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着眼，回答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质疑自身是否在全球化

中获益时，中国却在同一时期借助改革开放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并且，在国际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与自身所处新常态相符的中

高速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的性质。
在全球化高潮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恰好处于最适于从经济全球化获益的发展阶段。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看，一国经济发展通常会典型或非典型地依次经历马尔萨斯贫

困陷阱、格尔茨内卷化、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五个阶

段或类型。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期，恰好与其二元经济发

展阶段及其即将结束的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相吻合，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资本积累推动工

业化进程，为中国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得以把过剩生产要素转变为产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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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昉：《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第 ４—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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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 这种类型的经济发展不适合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解释，而且，中国也的确没

有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家四处兜售的“华盛顿共识”奉为圭臬。

事实表明，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在时间上恰好与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完美对应，而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与利用全球化机会实现了充分对接。 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和四

小龙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劳动力是稀缺要素，不断提高的工资和

福利成本削弱了制造业比较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雁阵模式相

继向外转移。 而中国（主要是沿海地区）正处在最有利的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阶段，

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到制造业，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全球市场上表现为比

较优势和竞争力。 这期间，中国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制造业产品，这充分反映了中

国所处特定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

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一个外在表现是贸易依存度显著提高到大国中罕

见的水平。 按现价计算，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与 ＧＤＰ 的比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９􀆰 ７％大幅

度提高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 ３０％以上，２０１４ 年更高达 ４１􀆰 ０％。 然而，贸易总额及其

比率这种指标尚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性质。

图 ２　 出口总值与净出口的 ＧＤＰ 贡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在图 ２ 中，我们展示两组按照现价计算的数据：一是海关统计的货物和服务出口

总值，二是作为支出法 ＧＤＰ 构成部分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额，也即净出口对 ＧＤＰ 的

贡献。 虽然两个口径计算所依据的价格不同，即海关数据是按照到岸价格计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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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数据是按照离岸价格计算，两个数据之间的巨大差异仍然可以表明，快速增长的大

规模货物和服务出口支撑了同样快速而大规模的进口，其中装备及资本品所内含的先

进技术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可见，贸易扩张从供给和需求两侧推动了高

速经济增长。

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价值链的较低端，但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

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创造了大量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是中

国二元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因素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驱动力。 与此同时，大量外商直接

投资也进入这些制造业部门。 这不仅反映了对外开放对高速增长所做的贡献，也揭示

了这一外向型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分享性质。 据估算，１９７８—２０１４ 年，农业劳动力比重

从 ７０􀆰 ５％大幅度下降到 １９􀆰 １％。①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以及从经济全球化获益的全部

奥秘几乎都隐含在这个符合经济发展铁律（即农业份额下降）的就业结构剧烈变

化中。

对应斯彭斯等从分析美国就业结构的变化而得出“产业外移毁灭了美国经济”的

方法和结论，②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就业结构变化理解在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作

为整体层面以及城乡劳动者和居民从个体层面分别是如何从全球化获益的。

直到 ２０１０ 年以前，中国 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不断增长的动态之中，构

造并强化了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有利人口结构特征，形成潜在的人口红利，而大规模

吸纳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扩张，其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庞大份额，则

是人口红利得以兑现的关键。 我们可以采用与斯彭斯等类似的分类方法，基于中国分

别在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进行的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将非农产业中按照法人单

位（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进行统计的就业，按照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进行分类，分别观察

其增长规模和结构变化（如图 ３）。

从图 ３ 可见，在数据所覆盖的时期，中国（包括城市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十

分迅速，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 ５􀆰 ９％，２０１３ 年达到总数 ３５２１３ 万人；同时，

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增长速度相对平衡，同一时期前者年均增长率为 ６􀆰 ９％，

后者为 ４􀆰 ７％。 其实，这里使用的法人单位就业数据尚远远不能充分反映实际非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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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ｐ．５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ｉｌｅ Ｈｌａｔｓｈｗａｙｏ，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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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非农产业单位就业增长与结构

资料来源：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登录

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业的增长情况。 下面，我们对城镇就业的几种不同统计口径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到这

个差异，即实际就业及其增长显著高于图 ３ 所显示的情况。
在按年度进行的城镇就业统计中，一种口径是单位就业，包括法人单位和产业活

动单位（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所以该口径得出的就业数必然会大于前述法人单位就业数。
根据这一“基本单位统计报表制度”获得的数据，２０１４ 年仅城镇单位就业总人数就达

１８２７８ 万。 不仅如此，由于单位就业数还不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以一旦把

这两类就业加入统计中，城镇就业数便提高到 ３４８６１ 万人。 此外，由于城镇单位大量

使用临时雇用人员和劳务派遣工，却往往不将他们作为雇员记录在报表中，致使这些

就业者在统计中被遗漏。 所以，以城镇住户为基础，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推荐的口径进

行调查，得出实际城镇就业总数竟高达 ３９３１０ 万，其与单位就业数之间的差异则可以

被看作非正规就业人数。 即使这个数字也遗漏了大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 根

据计算，在现行统计的城镇就业总数之外，尚有 ４７１０ 万进城农民工未被纳入就业统

计。 换句话说，如果把稳定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全部包括在城镇就业统计中，２０１４ 年

城镇实际就业人数可达 ４４０２０ 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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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４３－６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此外，我们还可以把农民工作为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代表，观察其就业的部门结

构。 ２０１５ 年农民工总数为 ２７７４７ 万，其中 １６８８４ 万离开本乡镇（大部分进入各级城

镇）６ 个月及以上，占全部城镇就业的 ３８􀆰 ４％，另有 １０８６３ 万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①

同年，农民工在第二产业就业的比重为 ５５􀆰 １％，其中，在制造业（可贸易部门）的比重

为 ３１􀆰 １％，在建筑业（非贸易部门）的比重为 ２１􀆰 １％；在第三产业（大部分为非贸易部

门）的比重为 ４４􀆰 ５％；从事第一产业的仅为 ０􀆰 ４％。 与法人单位甚至所有单位就业的

结构相比，农民工在建筑业就业的比重更大，也可以说，农民工就业和建筑业就业具有

更明显的非正规性质。

在资源配置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为高速经济增长

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给、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特

征的生产率改进等必要条件，把人口红利兑现为经济增长奇迹。 然而，在得出中国是

全球化的获益者结论时，主要不应该从其出口产品份额和引进外资规模看，而是要依

据城乡居民对改革开放和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进行判断。

总体而言，中国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分别或同时通过三种形式得以分享了经济增

长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阻碍了工

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

多的就业岗位，非农产业就业的参与程度显著提升，由此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 第二，

在 ２００４ 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②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

快提高，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持续缩小。 第

三，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

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进一步得到

提高。

五　 去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和中国的策略选择

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学逻辑还是从长期的历史观察，我们都可以看到，西方式的代

议制民主制度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决定了欧美乃至拉丁美洲国家呈现经济政策及全球

化政策时左时右的周期变化。 很显然，至少西方国家的政策牵引力在一段时期内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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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利于全球化的方向偏斜。 在出现这种不利的全球化走向的情况下，对于一些国家

来说，自扫门前雪的政策可能会大行其道。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既要做到免

受其累，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不能采取与全

球经济脱钩的政策，而是要利用自身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大国中对外依存度最大的国家，引领今后的

全球化并使之于己有利。
首先，认识到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中国在清晰认识到全球化倒退可能性的

同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不纠缠于一时一事或一城一池的得失，在政

策选择和制定中，在方向上保持战略定力，在时机上保持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

感，避免与其他主要国家一起盲目地“向左转、向右转”。 既然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都不是零和博弈，那么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影响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

政策都会造成全球福利的净损失，并给参与各方带来伤害。 然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的应对哲学并不能减少任何一方的损失，只能给各方带来更大的利益伤害，而
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也决定了一旦陷入“冤冤相报”的贸易战，可能遭受的损失将会

十分深重。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去全球化潮流中真正受益，只不过对于不同的国

家来说，需要花费不尽相同的时间来认识到这一点。 在这个“试错”的时期，合作的机

会窗口仍然存在，并且每个参与主体都会按照“梯波特效应（Ｔｉｅｂ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而趋利避

害。 这一效应是指，通过改善对外合作的宏观政策环境，让善于“用脚投票”的潜在合

作者“近者悦、远者来”，从而创造全球化的微观气候。① 因此，具有更高的战略眼光，
稳住阵脚，善意相待，哪怕是单方面地创造更好的经济合作条件，仍然可以使中国在经

济全球化处于低潮时继续从中获益。
其次，利用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提升的地位，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按照

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分享权益的原则，调整全球化的方向和规

则，并抓住全球市场的新机遇。 去全球化的一个具体举措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

家大都对已经参与其中的一体化机制进行反思甚至重新选择，或者酝酿着对已经签署

甚至实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 虽然这种再选择和再谈判旨在把利益向发达国家进一

步倾斜，毕竟也将为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机会，借此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提升自身的话语权，争取自身的合理权益。
此外，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政策上抑制全球化发展的一些做法，固然不排除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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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向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倾斜，但是，出现另一种情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作为对工

业化国家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呼声不可回避的回应，贸易协定的再谈判等新的全球

化框架产生抑制跨国企业既得利益、注重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后果，从而或多

或少地改善其国内收入差距过大从而中低收入家庭消费力不足的问题。 如果不失时

机地抓住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对应的商机，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获得新的贸易和

投资机会。
再次，推动中国经济内外联动，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制造有利于各国共建共

享、互惠互利的经济全球化新成长点（或引爆点）。 亚历克斯·麦吉利弗雷（Ａｌｅｘ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列举了全球化历史上出现过的 ４ 个以十年为单位导致地球显著缩小的

标志性事件作为全球化的引爆点，分别为 １４９０—１５００ 年伊比利亚瓜分世界、１８８０—
１８９０ 年不列颠国际制高点、１９５５—１９６５ 年人造卫星世界以及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全球供

给链。① 他并且预测，下一个引爆点应该是所谓 “热力全球化 （ ｔｈｅｒｍｏ⁃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即以全球气候变化为焦点，世界范围合作得以广泛开展，激发新一轮全球化

高潮。②

中国向全世界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老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

符号，旨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

的共同体，体现了全球化的本质内涵，着眼于构造崭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预期可以成为

新一轮全球化的引爆点。 该倡议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联动，在国际范围内以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实体经济和产能合作，发展投资和贸易关系。 世界经济曾经出现过若

干次依比较优势动态发生的雁阵式产业转移，中国具有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雁阵模

式首先经历一个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的国内版，继而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

将其推向国际版。③

在全球化治理体系尚未根本改变并且现行格局可能长期存在的条件下，“一带一

路”倡议以及配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推进方式可以补充现行全球化格局中

忽视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缺陷。 为了使参与各方相信其比西方主导

的全球化更关注各国共同获益，让西方大国相信其作为现行规则的补充而非挑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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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ｕｒ 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ｐｐ．１９－２１．

我们尚不能判断气候变化合作能否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引爆点，不过，围绕这一全球性议题展开的合

作，无疑具有维护和推进全球化的作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批准了有助于形

成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巴黎协定》。 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在杭州共同举行了批准文书交存仪式。
参见 Ｃａｉ Ｆａｎｇ， 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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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战略层面到务实环节做出预期目标明确、短期收获与长期成果结合、实施环节紧

密衔接，从而在执行中不会走样变形的整体机制设计。
最后，实践新发展理念使参与经济全球化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发展，并通过共享

发展使全体中国人民获益。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期间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在
大幅度提升国力的同时使城乡居民明显受益，根本还在于这一时期的赶超型经济增长

体现了共享理念。 在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甚至可能出现去全球化趋势的条件下，中国

经济发展也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明

显弱化，进入以增长速度减慢、增长动能转换和增长模式转型为特征的新常态。 在这

个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微观主体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实现从要素

投入驱动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可以在整体上达到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 在中国正在进入的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这

种大规模的效率改善机会也将减少，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越来越依赖于“创造性破坏”。
然而，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作为劳动要素载体的人本身不仅要得到社会政策的保

护，而且预期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 美国的教训也表明，如果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社

会保护机制不健全，普通劳动者在创新中成为“输家”，即使充分参与了经济全球化，
国民经济得以发展，企业整体获得了竞争力，也不能被称作共享发展。 因此，从以人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必须在增强竞争的同时，坚持社会政策托底，使劳动者能够

跟上创新发展的步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赢家，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全面小康

社会。

六　 结语

针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转向，据说智利前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Ｍｉｇｕｅｌ
Ｊｕａｎ 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 Ｐｉñｅｒａ Ｅｃｈｅｎｉｑｕｅ）说过这样的话：“好的时光国家向左转，糟的时光国

家向右转。”①有着投资银行背景的畅销书作家鲁奇尔·夏尔马（Ｒｕｃｈｉｒ Ｓｈａｒｍａ）以自

己的研究对此做出注解，国家政治倾向于遵循这样一个循环往复：危机催生改革———
改革带来繁荣———繁荣导致自满———自满扼杀改革，造成又一轮危机。② 然而，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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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狄更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ｉｃｋｅｎｓ）所说：“这是最好的时刻，这是最糟的时刻。”判断某

一历史时刻是好是坏的标准不一，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在偏激的政治情绪

支配下，由于缺乏平和心态，缺乏政策执行的平衡性，即使掌权者意欲实行改革也难以

实际推进。 例如，在欧洲，既然旨在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改革会导致部分工人失

去工作，怎么能够设想此项改革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

归根结底，把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结合起来观察，受到民意或选票引导的政

治上的时左时右、或左或右，不论称其倒退或是改革，其实都在广义上符合关于民粹主

义泛滥的定义。 关键在于，国家政治或政策是在每一次周而复始中有所进步，还是仅

仅重复着西西弗斯（Ｓｉｓｙｐｈｕｓ）式的不可能使命。

无论从总结成功经验的角度还是从吸取失败教训的角度，过去几十年的经历皆表

明，全球化能否使所有国家以及一国全体居民均等获益，不仅在于充分抓住全球化做

大蛋糕的机会，更在于良好治理全球化以合理分配蛋糕的做法。 中国是上一轮经济全

球化的参与者，然而却不是规则的制定者。 在预期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中，中国应该

也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成为推动者和规则制定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应对全球化新趋势提供了政治保障，改革开放的成

功实践也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提供了经验依据。 中国不断提升的全球经

济地位和治理话语权不会成为妄自尊大的资本，也不应该成为故步自封的借口，而是

形成更强烈的国际责任感、更开阔的全球视野和更高屋建瓴的应对策略的基石，在促

进全球化的同时，实质推进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生产率与加强社会保护有

效结合起来，使未来的全球化本身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实践更加符合包容性和可

持续性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

展理念，应该同时作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思想和策略

指导。

（截稿：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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